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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器翻译在技术层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处理富含语境敏感性、动态性与具身行为性的文本时，仍面

临语义表征不充分、语用失效等深层困境。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意

义理论和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出发，系统审视机器翻译的能力边界与本质局限，可以发现，机器翻译

目前面临的困境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根源于人工智能语言的形式化本质与自然语言语义的语境性、

动态性、具身行为性及心理意向性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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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chine translation has made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yet it still faces deep-rooted pre-
dicaments such as insufficient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and pragmatic failure when processing 
texts rich in contextual sensitivity, dynamism, and embodied-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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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Wittgenstein’s lat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games”, Austin’s speech act theory, and Grice’s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apability boundaries 
and essential limitation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current predicaments 
faced by machine translation are not merely technical issues, but are originating from a fundamen-
tal semantic divergence between the formaliz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nguage and contextual, dy-
namic, embodied-behavioral, and psycho-intentional based natur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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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机器翻译已成为跨语言交际与知识传播的重要沟通技术工具。从早

期的规则机器翻译、统计机器翻译，到当前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机器翻译和大语言模型机器翻译，机器

翻译系统无论在语料规模、模型参数，还是计算能力等方面都实现了指数级增长，因而其处理速度与应

用范围也随之得到大幅拓展。然而，技术层面的显著进步并未从根本上消解机器翻译在语义层面长期面

临的深层困境。尽管当前大语言模型机器翻译在信息型、说明型等逻辑类较强的文本翻译中已表现出较

高的形式准确度，但在面对文学、日常会话等富含语境敏感性、动态性与意向性的文本类型时，仍频繁

出现语义表征不充分、语义转换不准确、语用失效等问题。这表明，机器翻译的瓶颈并非单纯的技术参

数问题，而是触及自然语言语义本质的问题。 
自然语言语义的复杂性长期以来是语言学、语言哲学关注的核心议题。20 世纪语义研究经历了从逻

辑原子主义到日常语言学派的转向，为理解语言意义的生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逻辑原子主义

试图通过形式化语言还原世界的逻辑结构，然而，这种形式化语义观难以解释自然语言在实际使用中所

呈现出的丰富性、灵活性与语境依赖性。从语境与行为意义观的视角审视机器翻译，有助于超越单纯的

技术批评，揭示其能力边界背后的深层理据。通过多维度分析，本文旨在为理解机器翻译的语义局限与

困境提供更为深层的理论阐释，并为其未来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2. “语言游戏说”视域下机器翻译的局限 

维特根斯坦(Wettgenstein)前期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区分逻辑的与形而上的，认为一切不能以逻辑语言

表达的命题都应该归属于逻辑世界之外[1]。这一观点间接提出了形式语言的局限与边界问题。后期维特

根斯坦从对逻辑事实的寻求转变到对意义的寻求，从语言的语用、语境角度提出了“语言游戏说”，澄

清了语言意义判定的原则和条件。 

2.1. “语言游戏说”：语言的意义具有语境性与动态性 

在维特根斯坦早期的世界图像论中，语言可以用来表达构成世界的对象，因为逻辑世界中的对象是

客观的、可描述的。语言的意义即是它可以描绘逻辑世界的形式，指代逻辑世界的对象。这种被语言描

绘的世界和具体的对象是相对来说静止、稳定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意识到，世界的形式并不总是稳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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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因而语言的对象也具有动态性。世界的动态性决定了语言使用的动态性。此外，语言中存在大量

的非名词性词汇，这些词汇并不都能与逻辑事实建立起稳定的一一对应关系，而语言在实际使用中还要

更加多变复杂。据此，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的本质是语言在使用时具有的相似性或相关性，语言在不

同实践活动中以不同形式存在。因此，语言的意义在不同活动和情景中具有动态性与多样性，相同的语

言表述，当语言使用者和使用场合发生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反之亦然。 
维特根斯坦虽然否认语言有固定的形式，但他认为，语言的使用可以被看作一种游戏活动，需要遵

循共同的游戏规则。遵守具有共性的规则是游戏得以开始、进行的必要条件，是语言具有意义的前提要

求[2]。这种规则是指语言在使用中被认识、被提出、被遵守的原则，语言规则的形成有赖于语言活动的

主体和实际使用的场景，虽然语言的意义是变化的，但是语言的规则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语言游戏是

规则得以产生的载体，不能脱离语言活动谈规则；同时，规则在语言游戏中被学习、使用，在语言活动

中得以检验、发展。规则既是绝对、普遍的，又是相对、变化的。“语言游戏说”将语言规则视为语言意

义有效生成和传达的基础，“语言游戏说”将语言的动态性与对象性看作语言意义的本质之一，既反驳

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形式化语义观，又揭示了自然语言的语义本质。 

2.2. “语言游戏说”视域下机器翻译的局限性反思 

从“语言游戏说”理论看机器翻译的语义难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机器翻译在诞生之初，

主要被应用在逻辑类型文本如信息型文本、说明型文本的翻译中。由于逻辑类型文本的语言结构更为严

谨、规范，语义歧义现象较少，因此更适合以形式化的模型与算法来生成语义。在这种文本的处理中，

机器翻译的语义难题更多表现在如何更精准地学习语言知识、建立数据库、开发算法模型。另一方面，

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在强大数据、算法、算力的支撑下，机器翻译处理的文本类型从逻辑类文本

逐步扩展到操作型文本、表达型文本、综合性文本等文本类型中。在处理这类非逻辑类型文本时，由于

人工智能语言在语义学基础上与自然语言存在的本质差异，因而无法对自然语言的语义动态性、复杂性、

歧义性等特征做出理想应对。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视角看，语言规则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并

非是绝对静态的，对语言意义的判定需要考虑到具体的语境与对象。因此，机器翻译在无法突破人工语

言的形式化本质之前，应思考多元化发展道路，如加强译后编辑及融合式翻译模式等。 
同时，从维特根斯坦 “语言游戏说”理论纵深看，机器翻译的根本局限并不仅限于文本类型的扩展

难题，更深层次的困境在于，机器翻译系统的形式化语言体系无法真正参与语言游戏。“语言游戏说”

认为，语言的使用发生在语言活动中，语言的意义生成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然而，当前的神经机器翻

译模型，包括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大语言模型(LLMs-MT)本质上绝对依赖大规模文本数据的统计学

习，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捕捉词汇间的共现模式与分布特征，与人类在使用中、在实践中生成语言意义存

在根本的不同。NeurIPS 2025 的相关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展现出的是一种“人工蜂巢思维”(Artificial 
Hivemind)特征，即其输出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反映的是人类社会语言习惯的统计学共识结果，而非对

语言“游戏规则”的体验性、实质性遵循[3]。这一研究结果更加证实了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循规则”与

“理解”的区分：当前的机器翻译系统在统计层面拟合了语言使用的概率分布，却未能在现象学意义上

进入语言游戏的实践领域。 

3. 言语行为意义理论内涵与机器翻译的困境 

作为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奥斯汀(Austin)认为，逻辑原子主义对语义的分析过于强调语

言命题的逻辑可验证性，因其在日常语言语境下所占比例极小[4]。言语行为意义理论的提出显示出奥斯

汀对日常语言中蕴含的哲学智慧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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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言语行为意义理论：语言的意义具有具身行为性 

奥斯汀对于日常语言的哲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奥斯汀从意志力和意愿对人的行为影

响方面进行思辨，批判性地反思了语言与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提出一种身体行为与一种语言表述不是

一一对应的关系。其次，奥斯汀根据对思想与日常语言的使用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发现，人类对于客观

世界的感知总是基于人类一定的主观体验基础之上。人类从各自的主观视角得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

种认识受到语言使用者实践经验与生活感受的影响。再次，奥斯汀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知识更多

是一种对现实的体验。传统认识论认为，知识是具有真值的信念。与这一看法不同，奥斯汀从日常语言

的使用中得出，知识更多与知觉和经验相关。他以英语语词“怎样的”(how)和“为什么”(why)为例指出，

当对信念进行提问时，人们常常会说，“Why do you believe this?”(为什么有这个信念？)，而非“How do 
you believe this?”(怎样有这个信念？)。当人们对知识进行提问时，常常会问，“How do you know?”(怎
样知道？)而非“Why do you know?”(为什么知道？)。这种提问方式与人们对于知觉的提问方式很相似，

人们常常会用“怎样的”来对知觉进行提问，而非“为什么”，是由于人们习惯以描述的方式阐释知觉，

而非以因果的方式。同样，人们常常会陈述、分析一种知识内容，而非寻求一种知识内容产生的原因。 
基于以上对日常语言的研究和判断，奥斯汀得出，当人们说出“我承诺我会做这件事”时，不仅仅

是在发出一连串的声音、表达一种意愿，更是在做一个“承诺”，在完成一种行为[5] (pp. 560-579)。弗雷

格(Frege)认为，事实就是真命题；奥斯汀却认为，真命题不仅仅对应一个事实。语句的真值由“谁在说”、

“说了什么”、“对象是什么/谁”共同构成。言语行为意义理论与行为主义学派的区别在于，行为主义

者认为，思想与行为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对思想的判定可以由观察具体行为来进行，思想的东西可

以取消到行为层面进行研究。语言与行为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说话即是

在做事。由此，奥斯汀建构出理解语言意义十分重要的几大要素：说话者、言语内容/行为、听话者、言

语行为发生的语境，并将这些要素归为三类：以言表意(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以言

取效(perlocutionary act)，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以言行事。 
首先，以言表意是对语言因素本身的阐释。以言表意包括语言的发音、词汇的选择、词汇的搭配、

所遵循的句法和语法规则等。以言表意即是以正确的发音和句法结构说出一个具有意义的语句。以言表

意的适当性与否取决于说话者语词的发音是否准确、词语的搭配是否恰当、语法的使用是否规范等。其

次，以言行事即是用话语做事、以话语行动，如给出命令、提出要求、表达建议等。以言行事的适当性与

否一方面取决于说话人的权能，指的是说话者是否有权利做这种言语行为，其身份和职责是否可以使其

成功完成言语行为。另一方面，以言行事的适当性取决于说话者所处的语境是否适当，说话者周边环境

的适当性是保证行事的必要条件。任何语言的使用都离不开语境的限制，日常语言尤为如此。同样的语

句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的效果与作用截然不同，适当的周边环境不仅是以言表意的前提，更是以言行事

的基础。此外，奥斯汀还对比了以言行事与哲学中的意向性问题，并区分了以言行事的三种形态，分别

是直接表达行为与间接表达行为；语词的字面语义表达行为与非字面语义表达行为；清晰的、完整的话

语语义表达行为与模糊的、不完整的话语语义表达行为[5] (pp. 572-583)。通过这种区分，奥斯汀更加深

入、全面地对以言做事给予了界定，使语言的意义成为语境、说话者、言语行为、听话者等多种条件综

合作用的结果。 

3.2. 言语行为意义理论视域下机器翻译语义困境解析 

从言语行为意义理论视角反思机器翻译，可以发现，机器翻译系统在技术层面所处理的主要是以言

表意层面的浅层语义转换任务，即对语词的发音对应、词汇选择、句法结构和语法规则进行形式化的跨

语言系统映射。然而，在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层面，当前的机器翻译技术尚无法完全实现准确有效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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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表征与转换。 
首先，从以言行事层面看，机器翻译面临着权能语境缺失的困境。奥斯汀指出，以言行事的适当性

取决于说话者的权能和语境的适当性。在日常语言的翻译中，翻译实践的内容往往不仅是语义内容的跨

语言对等转换，更是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价值重构。例如，在文学翻译中，人物对话所蕴含的命令、请求、

承诺、警告等以言行事的话语行为类型，往往需要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和语境线索来识别、理解，而机

器翻译系统在处理这类隐含的言语行为时，容易将以言行事的语义内容降级为以言表意的浅层字面意义

转换，造成语义信息的严重损失或语义表征错误。其次，从以言取效层面看，机器翻译面临着听话者反

应预期失效的困境。奥斯汀认为，以言取效指言语行为对听话者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效果，如说服、威慑、

安慰、激怒等。在以言取效层面，语言意义的效果取决于言语行为与听话者两者的认知状态、心理意向、

文化背景等多重内在、外在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互动。机器翻译系统缺乏对认知状态和心理反应的模拟

与预判能力，其生成的译文虽然在字面上可能准确无误，但在语用和交际效果层面往往与源语言意义相

差甚远。例如，广告文本中的劝说性语言、文学作品中的意向性语言，其以言取效的效果高度依赖于源

语言文化所特有的修辞传统和情感触发机制。机器翻译在进行这类文本的跨语言转换时，往往将这些深

层次的语言载体进行字面化的语义映射，因而难以在目标语言中复现预期的以言取效效果。 
再次，从言语行为理论整体视角看，机器翻译无法识别言语行为中“直接表达”与“间接表达”的区

别，也无法区分“字面语义”与“非字面语义”之间的差异。奥斯汀通过对以言行事的区分细化为三种形

态，揭示了言语行为在现实交际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日常语言的翻译中，间接表达行为和非字面语

义表达行为大量存在，例如，请求可能通过疑问句式来表达；拒绝可能通过委婉地推辞来实现；赞同可

能通过反讽的方式来呈现。机器翻译系统在处理这类日常语言现象时，往往拘泥于字面浅层的句法结构

和语词搭配，难以捕捉到说话者在具体语境中所意图完成的真实言语行为类型。当前最先进的大语言模

型虽然在语用推理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相关研究指出，AI 缺乏推断语境细微差别和理解他人意图的推理

能力，这种能力的缺失使得机器翻译系统在面对间接言语行为和非字面语义表达时，无法实现对言语行

为意义整体性的准确把握和转换。 

4. 会话意义理论内涵与机器翻译的边界 

作为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之一，格赖斯(Grice)在奥斯汀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对“以言做

事”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与剖析，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及会话合作原则。格赖斯对日常语言的研究与其

对常识知识的重视密不可分。格赖斯认为，常识性知识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凝聚了人

类智慧与实践的成果，应该被给予充分的认可与尊重。常识知识往往以日常语言进行表达，因此日常语

言不仅具有宝贵的学术研究价值，其自身的语用特点更为语言学及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6]。 

4.1. 会话含义理论：语言的意义具有多重性 

格赖斯视阈下的以言做事包含四个方面：第一，说话者的意图；第二，说话者对意图的传递；第三，

听话者对意图的理解；第四，说话者的意图对听话者产生的认知影响。可以看出，日常语言学派从奥斯

汀到格赖斯，都开始关注心灵的意向性问题。对于格赖斯以言做事的观点，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理解。

第一，说话者意图的传递不仅是语言的语义内容的传递，而且涉及语用学领域。第二，听话者对说话者

意图的理解与说话者以言表意和以言做事的适当性，及具体的语境相关。第三，听话者能否准确领会说

话者的意图及以言做事是否可以对听话者产生预期的认知影响，取决于以言表意的恰当性、说话者意图

的合理性、以及语境的适当性。格赖斯对以言做事的探讨不仅深入到以言做事要素的不同维度，而且将

以言表意与以言做事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语言意义的整体性、复杂性、对象化等特点，并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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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 
在日常会话中，语言往往可以呈现出至少两层意义，一层是语言的字面意义，格赖斯称之为语言的

自然语义。自然语义具有事实性和客观性等特点。第二层意义为语言的非自然语义，非自然语义指语言

在特定的语境和使用者意图的作用下生成出来的非字面性语义。这种生成的非自然语义具有非事实性特

点，对非自然语义的理解取决于会话参与者的主观性因素。通过对非自然性语义的探讨，格赖斯为以言

做事提供了更全面的研究视角。以言做事可以看作说话者在特定的语境下，通过主观意图对语言的自然

语义产生的更多重、更间接、更灵活的语义暗示。这种非自然语义必须通过对语境及说话者意图的辨析，

并在理解语言自然语义的基础上才能获得。通过传递这种非自然的语义，说话者不仅仅意欲听话者能够

领会这种暗示性语义，而且意欲听话者能够做出适当的回应。 
格赖斯认为，语言的自然语义可以跨越时空存在，具备不受时间与空间影响而客观存在的特点。语

言在特定语境和话语者特有意图影响下，在会话中体现出的自然语义与非自然语义的综合性语义被格赖

斯称为“会话含义”[7] (pp. 75-81)。会话含义既非语言的完全自然语义，也并非完全非自然语义。会话含

义首先由语言的自然意义构成，在此基础上，说话者在会话过程中根据所处的语境、主观想要达成的意

图，和各自拥有的知识信念，在具体的交际行为和沟通过程中生成了相对于具体语境和特定意图的非自

然性语言意义。因此，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是集语词本身的自然语义、说话者的交际目的与意图，以

及会话的语境等因素融于一体的整体性语言意义理论。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了语言意义的多重性、隐晦性、

生成性等语义特点，揭示出自然语言语义具有的复杂性、语境性、体验性等语义特征。会话含义理论不

仅解释了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之间的本质差别，而且反应出，语言的语义内容可以还原成心理语义内容。 
格赖斯会话含义思想提出后面临的质疑，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会话含义理论的语境性过于

单一。会话含义理论主要探究了交际性语言的意义问题，但在日常对话中，并非所有的会话语言都是交

际式的，也存在说明式会话、命令式会话、描述式会话等多种会话形式。不同的会话形式会产生不同的

交际目的与意图，而在不同的会话形式中，语言的自然语义与非自然语义的主导性也不一样，因此应该

给予更多的区分和辨析。其次，会话意图可以包含很多种，如使听话者相信某种意欲的意图；使听话者

领会某种意欲的意图；也可以是使听话者在前两个意图的基础上作出适当反应的意图。因此，会话含义

理论在阐述说话者意图方面应该更加细化这些不同意图具有的语义特点，以及这些意图可能会对会话含

义产生的作用与影响[8]。再次，会话含义理论缺失了一个对意义形成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即语言

在日常使用中所遵循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性，也即是语言使用的传统性[9]。认识到会话含义理论面临

的局限，格赖斯提出了会话合作原则。 

4.2. 会话合作原则：语言的意义具有语境性与对象性 

对会话含义理论局限的讨论一方面更加印证了日常语言语义的心理内在性，另一方面突显出自然语

言与逻辑语言的本质不同。这种本质不同的表现之一是语言具有的暗示性。虽然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都

具有暗示性，但逻辑语言的暗示表达了一种逻辑上的推断。如果逻辑语句 A 的真值能够暗示出逻辑语句

B 的真值，那么逻辑语句 A 与 B 具有逻辑概念上的一致性，B 为真则 A 必为真，A 为真则 B 具备为真的

条件。而自然语言的暗示性却不具备逻辑互证的特点，自然语言的暗示性指其具有的语境性、对象性、

目的性等特点，是语言使用者主观意图与语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基于对自然语言的语义特征及对会话含

义理论的进一步思考，格赖斯提出，会话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交互性行为。交际双方都在努力达成一

种交互的结果，因此，在交互过程中，会话双方实则是在遵循一定规则的基础上为了达成某种结果进行

的语境性合作[8] (pp. 186-205)。 
会话合作原则阐释了交互主体双方在共同意愿的基础上为了达成交互结果而需要遵循的四条合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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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数量原则、质量原则、关系原则、方式原则，以及实现这些原则的最优化方法。首先，数量原则指会

话双方在交流过程中表达出的信息数量，最优化的信息数量是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其次，质量原则指

会话双方在交互过程中所表达出信息的真实度、会话者的诚意度，以及交谈双方对语境信息、语义信息

等沟通重要因素的认可度和辨识、理解、接受程度。质量最优指交谈双方需要在会话过程中进行清晰地

表述，语言使用规范等。再次，关系原则指会话双方所表达出的信息内容的相关性。为了取得最佳效果，

会话双方应该确保信息内容与会话主题高度相关，减少、避免无关的信息表述。最后，方式原则指会话

双方进行话语表达所采取的对话方式，适当的沟通会话方式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其他三条原则，取得理想

的交流效果。会话意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语义的心理内在性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对语言意义的重要

作用与影响。会话意义理论揭示出，语义的心理内在性决定了语义的复杂性，只有在充分考量语言环境、

语言行为、心理意欲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判断出语言的意义。 

4.3. 会话意义理论视域下机器翻译的边界阐释 

从会话意义理论的视角审视机器翻译系统，可以进一步厘清其能力边界。会话含义理论揭示了语言

意义的两个层次——自然语义与非自然语义，以及这两者在具体会话语境中的综合表现形态。理论为评

估机器翻译在语义处理上的能力限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从自然语义的转换维度看，机器翻译能够在这一层面展现出较为充分的语义处理能力。自然语义具

有事实性和客观性的特点，对自然语义的跨语言转换主要依赖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词汇、句法结构

的对应关系。当前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特别是大语言模型机器翻译系统在训练过程中学习了海量的平

行语料，能够在大规模数据中较准确地捕捉词汇、短语在跨语言中的映射规律。从技术层面看，自然语

义的翻译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映射，2024 年关于格赖斯会话准则在 NLP 中应用的综

述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在遵循数量原则和部分质量原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其能够根据上下文，

提供适当信息量的译文输出，并在事实性信息的跨语言传递中保持较高的准确性[10]。然而应该认识到，

大语言模型的这种能力是建立在语言形式化特征突出的基础之上，其运作机制本质上是对概率分布的统

计拟合，而非对语义内容的真正“理解”。 
从非自然语义的转换维度看，机器翻译的能力边界凸显出来。格赖斯认为，非自然语义指语言在特

定的语境和使用者真实意图的作用下生成的，超越浅层字面意义的语义内容。非自然语义具有非事实性、

语境依赖性和主观意向性等复杂特点。在人类的翻译实践中，非自然语义的跨语言对等转换面临着双重

困难。第一，非自然语义的生成取决于源语言使用者对特定语境的判断，以及源语言使用者的特定交际

意图。但是由于机器翻译形式化语言系统缺乏对人类主观意欲在技术层面的识别和推理实现路径，因而

无法判断源语言文本在何种程度上偏离了其字面意义。第二，非自然语义在目标语言中可能不存在直接

对等的句法或结构表达方式。例如，在不同语言文化中，隐喻、反讽、夸张等修辞表达具有各自的语义

内容表达传统和文化内涵，即使机器翻译系统能够识别源语言文本中存在非自然语义，也难以在目标语

言中找到恰当的对等表达方式。2025 年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
的研究提出了面向会话含义的语用推理与映射框架(Pragmatic Inference and Mapping, PIM)，试图通过技术

路径建立从字面意义到隐含含义的结构化推理，来提升大语言模型在会话含义理解任务上的表现[11]。该

研究验证了 PIM 框架在英汉双语数据集上的有效性，但同时也表明，即使采用了结构化的推理引导策略，

大语言模型在处理复杂会话含义时仍然存在明显的效能不足问题，尤其在处理多层级语义融合表达，以

及文化特异性语用推理，其准确率远低于人类。 
综上，会话意义理论视域下机器翻译的边界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界定。在自然语义维度，机器翻译

的边界随着技术发展不断突破、扩展，尤其大语言模型机器翻译在处理事实性、客观性语义内容方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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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较高水平。在非自然语义维度，机器翻译的边界则受到根本性制约，这种制约不仅来自技术层面的

算法和模型局限，更深层地源于机器翻译系统缺乏理解人类深层次语义所必需的心理内在性与意向性。

由于缺乏这种心理语义基础与核心特征，机器翻译系统在非自然语义转换方面的边界将是持续存在的结

构性难题。 

5. 结语与展望 

语境与行为意义观综合了语义内在论与外在论观点，突破了行为主义与反行为主义的局限，将自然

语言的心理意向性本质作为语言意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加以探究，提出了自然语言语义的语境敏感性、复

杂性、动态性、具身行为性特点，为语言意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路。总体看，语境与行为意义

观视域下的语境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语义没有本质影响的大环境；第二类是会对语义造成一定影

响的具体环境，如时间、地点、语言使用者、面临的事态和事件等；第三类是相对于前两类更加灵活多

变的语境类信息，如需要进行主观判断的句法结构、词语搭配、语态运用等。这些语境类信息虽然需要

主观辨析，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第四类是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意向性和交际意图性，它强调语

义的意向性与心理内在性本质。由此可见，机器翻译的边界与困境在于，人工智能语言的形式化本质缺

失自然语言的核心语义特征，导致机器翻译在处理文学类文本、日常对话类文本等具有较强意向性、语

境性、复杂性的语言类型时陷入到难以解决的语义表征难题。这些语义表征难题包括语义表征不充分、

语义表征不准确、句法结构表征错误等。从本质上看，机器翻译的语义难题是由于人工智能语言与自然

语言在语义实现的要求与基础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机器翻译系统无法充分具

有自然语言语义的动态性、复杂性、语境性与具身行为性。 
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自身本质难题只能朝着可行性的方向做尝试性探索，循序渐进，从解决每一个具

体问题入手。人类心智整体性、动态性、具身性、对象性等核心特点是形式化物理系统缺失语义性的重

要根源。因此，机器翻译语义难题的突破，需要从对技术本质和语言本质的研究出发，以综合整体的方

式研究人类语义的发生机制、研究人类的心灵系统，同时着重对于负责语言表达与理解的脑神经区域及

脑机制的研究。具体在实践路径上，有四个重点构想方向：第一，由目前技术上的形式统计转向语言意

义还原，需要融合具身认知与脑科学数据，构建多模态语义表征模型；第二，由单一神经网络架构系统

转向混合系统，以线性符号逻辑层规约句法结构与逻辑推理的一致性，并通过外部知识图谱进行语义校

验，克服目前单一模型的缺陷；第三，由静态训练转向动态人机协同学习。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机器翻

译技术的发展及跨学科合作的加深，机器翻译的质量会越来越高，为人类提供更高效、高质的服务和辅

助。但在机器翻译未能完全消解语义难题之前，人类的参与和干预仍然十分必要、重要。同样，人类也

必须要认识到，技术的快速、规模化发展与应用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传统的对于翻译与译者的定

义在当前机器翻译大规模应用的当下，需要得到改变。翻译不应该被局限于一种只有人类参与的活动，

译者应该是人类与技术组成的共同体。因此，人类与技术应该是一个和谐共生的整体，充分发挥各自的

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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